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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示范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陈甬军，晏宗新，余曼琪

(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 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最新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既能满足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也
是大湾区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大湾区示范地位的确立，源自大湾区有多元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经济基
础和连通国内国际的区位优势;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外循环及其辐射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大湾区能全方

位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大湾区应重塑发展新动能、重建
竞争规则、重构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优化经济循环机制;以全面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为突破口，抓制度供给重点、补内生性需求不足短板、强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最终
以自身成就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推动全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 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 F049; F0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06( 2022) 06-0004-13

一、研究背景、文献评述与主题提出

( 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时代大背景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年代到现如今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巨变过程与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
自力更生为主的基本经济国策，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平均之比为 7. 65%，国内大循环居于主体地位
( 乔晓楠，2021) ［1］。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与特点，是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
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农业支撑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我国

经济腾飞提供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同时摆脱低水平的“贫困陷阱”。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经济内循
环的重要体现与主要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际
分工体系，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战略。1978—2001 年间，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之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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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26. 72%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的 2001—2019 年，该比重的平均值升至 47. 85%①，

国际循环的特征与格局逐渐形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大幅下

降，且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汇率摩擦频发( Chang，2002; Demiroglu，2003 ) ［2 － 3］，全球出口导向型增长

模式进入了递减区间( Palley，2011) ［4］，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外向型战略所形成
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还带来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实体经济内部产能与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
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态势。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思潮蔓延，
更令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不断增大，“中等收入陷阱”亦不断靠近，传统经济发展
战略面临全新的挑战。
面对全球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在 2020 年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
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其目的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优化供给结构，
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切实保
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这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国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文献评述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背景、发展路径和循环测度三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背景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背靠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依托经济时

代发展的大背景，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它区别了国

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阐明了两个循环的运行机制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促机制格局( 陈甬军和晏

宗新，2021) ［5］。
其次，从路径研究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关键内涵为畅

通经济循环。如黄群慧( 2021) ［6］所总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要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
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以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不断做大经济流量; 以发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具体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激发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如卢现祥和孙梦泽( 2021) ［7］通过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战略构想有助于推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向内需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 刘志彪( 2021) ［8］认为，双
循环发展模式可最大限度地消化过剩产能和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主动适应基本现代化建设中大消

费时代的到来。
二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如吴华强等( 2022) ［9］的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有

助于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市场体系; 杨勃等( 2022) ［10］提出，推动双循
环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中的经济运行堵点，推动经济实
现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
三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如汪彬和阳镇( 2022) ［11］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着眼

于创新驱动、产业融合、韧性与稳定性兼具的三大价值维度，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盛朝迅
( 2022) ［12］、石建勋等( 2022) ［13］提出，双循环构想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优化产业运行模式、增强产业
链的自控力、提高产业链的治理能力为突破口，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四是深化对外开放水平。如裴长洪和刘洪愧( 2021) ［14］通过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

循环，能更好地为国内大循环服务; 蒲清平和杨聪林( 2020) ［15］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重
视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搜索可利用的资源及要素，发挥国内大循环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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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循环与全球产业链; 刘志彪( 2019 ) ［16］

则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着力点，通过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可提升我国在
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迈入更高阶段。
最后，从循环测度来看。已有研究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以中国经济对本国最终需求依存度和

对国外最终需求依存度( 陈全润等，2022 ) ［17］、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李小平和余远，
2022) ［18］、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循环 GDP分解( 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 ［19］等指标来衡量中国
参与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的相对程度。以上研究均表明，中国经济已呈现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循环参与程度开始下降的经济格局。
总体来看，有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视角下的理论探讨，对空间因素及空

间异质性的分析则显不足，且缺乏实践层面上的实证检验。事实上，中国空间要素的广泛性使得经济
政策和经济发展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时滞现象。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和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
提升，从经济的宏观层面看，高级生产要素更容易向优势区位集聚( 凌永辉和刘志彪，2021) ［20］。而这
也意味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区域层面形成重要枢纽具有了可能性。
( 三) 研究主题: 粤港澳大湾区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东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一个区域。近年来，大湾区

重点推进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及协调机制建设，利用亚太主航道优势，深化彼此间的合作，支
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以此打造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制度建设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
个关税区、三种管理体制、四个核心城市，这一独特的制度环境，使之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内跨境湾
区。经过 20年的发展，大湾区已实现了从一般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合作向水平型分
工合作与垂直型分工合作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从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向双向融合转变，从有限领域合作

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转变，从消极协同发展向积极协同发展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也因此具备了差异化制

度对接、互补与协同的实践基础与能力，令其作为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有了制度保障。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范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此《规
划纲要》既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一项综合性国家战略，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后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重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一项重要战略( 方舟，2019 ) ［21］。粤港澳大湾区同
时拥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资源，以及新发展阶段重塑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空间优势，其较大的经
济体量及内部的协同机制建设，使其具备了成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理想条件。
鉴此，本文将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特点，综合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条件、经济基础和战略优势，

运用相关测度方法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提供检验证据，并一步探索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区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二、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理论逻辑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
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肩负着支撑引领作用，承担着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使命，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区域之一，在国家双循环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其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示范的基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枢纽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使其具备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性区域的经济基础。具体而言:

粤港澳同属“一国”，有利于节约粤、港、澳三地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三地加强合作，共享各种资源和
要素; 分属“两制”，则有助于为对接内地及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赋能，进而可为加强湾区经济全球
化提供制度层面上的便利性。总之，大湾区内的“一国两制”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成为“双循环”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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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中重要枢纽的制度条件，对湾区内双循环的探索于全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示范性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港澳两地承接国际投资，以“前店后厂”的战略布局发挥国内成

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提供了经济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阔的内需和外需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要挖掘内

需，实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发展目标。而据来自国家统计据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粤港
澳大湾区拥有超过 8 600 万人口，经济总产值达到 12． 6 万亿元，经济规模与俄罗斯相当; 出口货物总
值 8． 94 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货物总值的 20%以上①。因而以大湾区作为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已具备了
扎实的经济体量基础。
港澳大湾区是产业链最重要的节点地区之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打通产业链的各

个堵点和节点，完善并升级我国的产业链，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互衔接、相互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电子产业等许多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重要，“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不仅
是对大湾区地位重要性的形象描述，同时也说明产业链的节点地位是大湾区成为“双循环”重要枢纽
的优势条件之一。它使大湾区建设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有了安全保障，同时也使大湾区
得以成为我国应对境外多种风险的重要屏障。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紧密。“双循环”既包括了内循环也包括了外循环，而粤港澳大

湾区自古以来就与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广州每年都会举办中国出口交易博览会，香港、澳门则在
内地与世界的联系中充当重要的中介角色，即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循环的交汇点。大湾区内接
内循环、外通外循环，能让“双循环”衔接更为紧密、资源配置更为高效，这也是大湾区构建“双循环”
枢纽的重要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改革试点有传统、开拓创新有基础。深圳和珠海于 1979 年成为出口特区，1980 年

被提升为经济特区，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风气。目前横琴、前海和南
沙也已成为自贸区。在 CEPA框架下，广东对港澳地区通过更短的负面清单基本实现了三地服务贸
易的自由化。因此，大湾区开拓新的体制机制有较好的基础和氛围，能助力其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枢纽，能为全国探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提供经验和借鉴。
(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价值: 能辐射全国范围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区域，两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粤

港澳大湾区率先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将对我国整体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
生重要示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枢纽，能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全国范围内的

落地探索相关政策和形成机制，并降低这一过程的风险。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发展理论，
大湾区所拥有的市场规模足以促使分工专业化和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及科技研发成本，所以大湾

区的经济内循环潜力巨大。与此同时，在湾区内还可利用广东九市与港澳的跨境关系模拟国际大循
环，摸索出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再于日后推广至全国，以有效降低内外制度对接的摩擦

成本及整体性风险。因而，大湾区的双循环实践，对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产生示范性意义。
大湾区具有深厚的科技经济实力，通过率先完善产业链、补齐“双循环”发展格局短板，可为全国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产业链安全保障。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产业链实施“补
链”“强链”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的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有转向区域化和本土化的趋势，中国许多高新科技企业受此影响也被卡住了脖子。为了求生存、谋
发展，利用湾区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率先突破卡脖子领域，将产业链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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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湾区若能先行突破落后产业链的节点和堵点，建设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未来我国形成“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子就会更加顺畅。
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支点优先实现双循环，有利于梯度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双

循环。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建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能通过湾区辐射效应及产业调整转
移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链升级和合理化布局，从而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推动我国构
建整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通过产业转移，还能促进产业链向湾区腹地区域及更远地
区辐射，知识等具备强外部性的生产要素，也将可通过产业链关联最大化其正外部性。
大湾区实现双循环有利于高质量承接国际资源与市场，加快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

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重要目标是要扩大内需，而粤港澳大湾区内企业众多，湾区内外的市场
需求多样化，湾区内的企业通过双循环能增强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进而增强其挖掘内需

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在面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冲击时，湾区内的企业也将具备较好的弹性承
受力和高质量的转化力，不仅有利于提升湾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调节新发展格局中双循

环发展带来的时间维度或空间维度偏差，形成调节双循环运行机制的区域空间点，以此增强双循环的

运行韧性，进而加快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示范区的经验证据:内外循环分解与耦合关系测度

( 一) 区域内外循环分解及耦合关系指标构建
1．区域内循环水平的量化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国内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之间须衔接通畅、协同

发展，方能有效发挥并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整体效率水平。因而，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描述各环
节间相互耦合以及协调发展的状况:

D = ■CT ( 1)
其中: D表示国内大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度，亦即区域内循环程度; C 表示

系统协调关系程度，C = { ( U1 × U2 × U3 × U4 ) / ( U1 + U2 + U3 + U4 )
4) ］

1
4，U1、U2、U3、U4 分别表示粤港

澳大湾区内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协调程度; T 代表四个环节的综合指数，T = ρ1U1 + ρ2U2

+ ρ3U3 + ρ4U4，ρ为综合评价指数系数，满足∑ρ = 1 的内生关系，研究将四个环节置于同等重要地

位，即: ρ1 = ρ2 = ρ3 = ρ4 = 0. 25。
基于数据的适用性与可得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生产总值( GDP) 、可支配收入( TDI) 、全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TＲS) 和消费水平( TC) 分别反映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
2．区域外循环水平的量化
国际循环一般主要从资本交互和商品贸易两方面来体现。资本交互选取国际直接投资存量

( FDI) 和对外直接投资( OFDI) 来表示，商品贸易选取进口总额( TI) 和出口总额( TE) 来表示。考虑到

指标之间存在差异性，采用熵值法对指标初始值进行优化处理，首先得到信息熵 ej = － 1
ln( m)∑

m

i = 1

yij

∑ r

i = 1
yij

ln
yij

∑ r

i = 1
y( )
ij

，进而可得冗余度 dj = 1 － ej 及各指标的权重 Wj =
dj

∑m

j = 1
dj

，最后得出消除了指

标差异度的区域外循环水平 I的计算公式为:
I =Wj × Zj ( 2)

其中: Zj 表示区域外循环水平，m代表年份个数。此外，由于测算后的区域内循环程度的量纲超越了
［0，1］区间，再通过熵值法处理将其转化至［0，1］区间，进而对耦合关系进行判断和测度。上述指标
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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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循环类型及其对应的环节与衡量指标

循环类型 循环环节 衡量指标

国内大循环 生产环节 地方生产总值( GDP)

分配环节 可支配收入总额( TDI)

流通环节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TＲS)

消费环节 消费支出总额( TC)

国际循环 资本交互 国际直接投资存量( FDI)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OFDI)

商品贸易 进口总额( TI)

出口总额( TE)

文中数据全部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
《香港统计年鉴》《澳门统计年鉴》及 EPS数据
库。为便于分析，剔除了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
统计重复的部分。

3．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合度测量
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最终得到的耦合

度及熵值进行分位处理，以此确定区域内循

环、区域外循环、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合程度
等级。具体评判标准见表 2。

表 2 熵值法及耦合法测度下的循环水平评判标准

熵值强度 弱 中 强

熵值区间 0． 000 ～ 0． 300 0． 301 ～ 0． 700 0． 701 ～ 1． 000

耦合等级 失和区 适应区 耦合区

耦合区间 0． 000 ～ 0． 300 0． 301 ～ 0． 700 0． 701 ～ 1． 000

( 二)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循环及经济联系分解结果

1．区域内外循环分解
基于以上指标与分解方法，2010—2020 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的循环测度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 ( 1) 区域内循环程度方面: 排除 2020 年疫情因素的影响，2010—2019 年间的区域内循环程
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已达到强循环状态; 区域外循环方面: 以 2017 年为拐点，呈先升后降态势，区域
外强循环同样明显。表明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充分利用了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且经济重心向内进一步延伸的趋势已于近年出现。( 2 ) 除 2017 年及 2020 年外，2010—
2020 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循环水平普遍大于外循环水平，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在量上已
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3) 除受疫情影响的 2020 年，2010—2019 年间，粤港澳大湾区
内外双循环的耦合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自 2016 年以来，已基本保持在区域内外双循环的耦
合区间。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在质上已呈现出内外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态势。
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已充分具备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示范区的基础和条件。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外循环测度结果

年份
区域内

循环水平

内循环

强度

内循环

排序

区域外

循环水平

外循环

强度

外循环

排序

区域内外

双循环耦合度

耦合度

等级

耦合度

排序

2010 0． 010 0 弱循环 1 0． 000 9 弱循环 1 0． 054 9 失和区 1
2011 0． 156 7 弱循环 2 0． 060 4 弱循环 2 0． 311 9 适应区 2
2012 0． 257 4 弱循环 3 0． 152 5 弱循环 3 0． 445 1 适应区 3

2013 0． 373 2 中循环 4 0． 234 2 弱循环 4 0． 543 7 适应区 4
2014 0． 483 8 中循环 5 0． 311 0 中循环 5 0． 622 8 适应区 5

2015 0． 576 3 中循环 6 0． 356 1 中循环 6 0． 673 1 适应区 6
2016 0． 674 4 中循环 7 0． 483 3 中循环 7 0． 755 6 耦合区 7
2017 0． 813 2 强循环 9 0． 914 6 强循环 11 0． 928 7 耦合区 9

2018 0． 935 4 强循环 10 0． 899 8 强循环 10 0． 957 8 耦合区 10
2019 1． 000 0 强循环 11 0． 895 7 强循环 9 0． 972 8 耦合区 11
2020 0． 777 4 强循环 8 0． 873 3 强循环 8 0． 907 7 耦合区 8

2．区域内经济协同: 珠三角对港澳的输入与输出效应
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香港和澳门一直以来承担着对外经济发展的重任。而珠三角与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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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联系，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区域循环的重要要素，也是其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重
要经济基础。这种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一方面是珠三角地区为港澳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是输
出效应; 另一方面是港澳地区向珠三角提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是输入效应。本文以珠三角对港澳地
区的出口额占珠三角产出之比表示区域内的输出效应水平，以珠三角对港澳的进口额占珠三角产出

之比表示区域内的输入效应水平。表 4 展示的是珠三角对港澳的输入及输出效应测度结果。
从表 4 可以看出: ( 1) 不管是区域内输出效应还是区域内输入效应，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经济联

系大体均呈不断减弱的态势，表明中国过去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侧面

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 粤港澳大湾区的输
出效应远大于其输入效应，说明珠三角地区通过港澳联通世界的能力更强，即在链接国际市场和国际

资源方面已具备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潜力。

表 4 珠三角对港澳地区的输入效应及输出效应 %

年份

输出效应 输入效应

珠三角对香港的

出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澳门的

出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港澳的

出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香港的

进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澳门的

进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珠三角对港澳的

进口额占珠三角

产出之比

2010 22． 511 6 0． 880 2 23． 391 8 0． 222 6 0． 016 2 0． 2388
2011 22． 763 7 0． 756 2 23． 519 9 0． 199 2 0． 016 6 0． 215 8
2012 24． 356 2 0． 851 3 25． 207 5 0． 182 5 0． 025 9 0． 208 4
2013 25． 981 8 0． 651 3 26． 633 2 0． 174 7 0． 037 2 0． 211 9
2014 20． 667 6 0． 527 6 21． 195 2 0． 186 0 0． 017 0 0． 203 0
2015 17． 098 1 0． 385 4 17． 483 5 0． 180 3 0． 013 4 0． 193 7
2016 14． 669 4 0． 341 6 15． 011 0 0． 157 1 0． 009 4 0． 166 5
2017 12． 382 3 0． 309 9 12． 692 2 0． 104 9 0． 017 5 0． 122 3
2018 11． 457 2 0． 224 6 11． 681 7 0． 108 0 0． 016 0 0． 124 0
2019 9． 993 2 0． 191 0 10． 184 3 0． 109 9 0． 011 8 0． 121 7
2020 8． 885 2 0． 176 0 9． 061 2 0． 093 8 0． 011 7 0． 105 5

3．区域外经济扩散: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
能对国内大循环产生辐射效应与带动作用，是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枢纽的战略要义。

基于指标的一致性及可比性考虑，采用上述研究国内大循环层面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指标
及国际循环层面的商品贸易、资本交互指标，再参照黄凌翔等( 2021) ［22］的研究，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反
映大湾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辐射效应水平:

Ｒi =
PiO■ i PjO■ j

D2 ( 3)

其中: Pi 和 Pj 分别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常驻人口规模和中国内地常驻人口规模; Oi 和 Oj 分别代表区域

内和区域外的经济状况，具体以表 1 中各循环环节对应的衡量指标表示; D 代表两地之间的距离，以
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距离的平均值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测度结果如表 5 所示。( 1) 整体来看，所有指标结果在时间

维度上大致呈上升趋势，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对国内和国际循环

的辐射效应不断上升。( 2) 从国内大循环层面来看，生产环节的经济联系显著大于其他环节的经济联
系，表明生产端是发挥辐射效应的主要来源。( 3) 从国际循环层面来看，资本交互保持了稳定上升趋
势，商品贸易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意味着资本交互的辐射效应在作用范围上具有稳定性，而

商品贸易的辐射效应在作用程度上具有显著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能全方位发挥“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具备战略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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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内地的辐射效应

年份
生产环节

( GDP)
分配环节

( TDI)
流通环节

( TＲS)
消费环节

( TC)
资本交互

( FDI)
资本交互

( OFDI)
商品贸易

( TI)
商品贸易

( TE)

2010 2 062． 11 795． 25 710． 81 521． 00 1 013． 57 886． 86 428． 21 1 498． 40
2011 2 389． 51 909． 71 832． 65 597． 39 1139． 92 1 015． 60 493． 26 1 543． 48
2012 2 617． 21 1 004． 15 941． 22 659． 42 1 194． 36 1 053． 61 583． 26 1 757． 08
2013 2 933． 41 1 103． 03 1 068． 86 721． 95 1 273． 13 1 125． 03 661． 10 1923． 49
2014 3 183． 70 1 207． 00 1 199． 53 787． 78 1 323． 18 1 117． 63 838． 19 2117． 43
2015 3 465． 98 1 290． 54 1 325． 43 857． 11 1 329． 70 1 011． 66 1 008． 50 2 512． 74
2016 3 811． 74 1 396． 68 1 467． 07 924． 90 1 415． 94 1 191． 13 1 249． 81 3 032． 63
2017 4 246． 78 1 548． 54 1 632． 34 1 011． 32 1 567． 48 1 364． 05 1 652． 14 4 616． 61
2018 4 646． 59 1 694． 60 1 755． 22 1 112． 47 1 673． 79 1 527． 24 1 700． 73 4 969． 44
2019 5 104． 34 1 812． 63 1 899． 45 1 195． 59 1 760． 08 1544． 40 1 815． 31 5 563． 58
2020 5 632． 12 1 827． 54 1 936． 91 1 161． 72 1 967． 93 1 643． 29 2 032． 15 7 794． 76

四、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的实现路径

所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指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商品和要素在自由贸易和互相竞争中自然形
成的空间网络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点、线、面是商品和要素循环空间模式中的基本构成元素。其中，
点是双循环经济活动的内聚力极化而形成的中心或节点; 线是双循环过程中实现从生产领域到消费

领域的产业链或流通渠道; 面是双循环所涵盖和涉及的范围或域面，包括区域、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进程，我们应立足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积极
实施以下系列举措。
( 一) 以节点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难点

理论上，国内大循环的大圈与国际循环的小圈可有多个结合节点。通过建设多个平台作为单元
节点，可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互联畅通成效。粤港澳双循环“点”结构的
中心点，即是联结粤、港、澳三地的中心节点，这样的节点能推进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合作，促使港澳地
区更好地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的建设，正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中的重要节点。

1．前海深港合作区: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前海合作区具有依托香港、服务内地和走向世界的优势，它是针对香港重点打造的发展平台，同

时也是要在不同的制度、关税区和货币体系的结合部构建的一个发展平台，这一平台将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发挥出示范和引领作用。《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要将
前海合作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的试验平台，并以此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

户枢纽，以推动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平台的建成，必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包容性、
引领性的制度架构和机制，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摸索经验。从另一方面来看，推动港
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重要的使命。将前海深港合作区建设成为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不仅能将合作区建设的各项任务串联起来形成工作指南，更重
要的是，还可形成检验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标准。

2．横琴粤澳合作区: 建设珠澳经济极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动力、

珠澳合作的重要引擎。为建设珠澳经济极点，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这是粤澳双方在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围绕澳门所需、发挥横琴所
能而提出的纲领性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是深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点举措。它的实践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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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丰富“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标杆示范作用。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需把握两个原则: 其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的基础在于产业多元; 其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的创新在于粤澳共管。一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提供了广阔腹地，为其高科技、中
医药、文旅、会展、现代金融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建设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初心与终极
目标，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澳门经济发展
提供新机遇，助推澳门实现产业多元化，为澳门的长期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①。另一方面，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能为澳门带来土地资源、专业人员，能让澳门共享大型科技设备、市场空间
和提升澳门科技力量，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澳门还可利用合作区的空间资源和政策优
势，增加国际和内地生源，与世界各地的著名院校合作办学，推动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等等。
( 二) 以线为纽带，打通双循环堵点

以线为纽带可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来分析。其中，实体经济表现为商品物流经济联系
通道，表征为各种交通运输、通讯方式为载体的空间线状; 虚拟经济表现为产业链、价值链等链状。二
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1．挖掘大湾区内需，充分发挥规模市场优势，打通双循环中各堵点节点
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庞大的内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优势和支撑点。

对我国而言，扩大内需也是我国首要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实
现供给与需求在高质量层面平衡的首要之义。
具体而言: 首先，可通过试点加快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鼓励创新第三次收入分配机制，使得湾区

内国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匹配，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扩大湾区内中产阶级人数，做大粤

港澳大湾区蛋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全国的双循环发展做好政策前期试

验和准备。其次，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乡一体化，可着眼于缩小以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为基数计算
的城镇化率，适时放宽各城市的落户限制，允许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落户到城市，以此为基础打破区域

间壁垒。借力新基建加大公共服务供给，让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进而降低农村人
口的预防性储蓄，释放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再次，通过试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减少居民养老顾
虑，让居民有信心扩大当期消费，并将其部分储蓄转化为长期资产，从而扩大我国投资规模，促进资本

的形成。最后，应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供应链的运行机制，扩展国内市场，推动直播带货经济
和各种新业态的发展。

2．完善产业链，实行“补链”“强链”计划，以科技和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规模报酬将因科技进步而呈递增之势。大湾区拥有

庞大的国内市场，有科技助力完善产业链，这些优势有利于降低成本，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

内需相协调，推动双循环顺畅进行。
具体而言: 首先，发挥大湾区的科技与资金优势，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链。利用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举国机制，重点突破卡脖子产业，同时推动关联度高的产业的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产

业链的高级化，为全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产业链环境。其次，加快技术突
破，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内循环中消费升级对高质量产品的要求，同时增加外循环中企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产品竞争力。以增强社会创新活力为实践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
动力转变。着力培育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某一产业链的链主，利用其优势地位推动大湾区产
业链的高级化，建设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并以经济内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外循环。再次，可以深圳、广
州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区域，提高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可使构建双循环所需的更
具普惠性的金融要求得以落实; 另一方面，可进一步畅通利率传导效应，为央行灵活调整利率提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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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使经济内循环得以更有效地进行。
( 三) 以面为示范，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

面是指双循环覆盖的各类经济区，是点和线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包含大
湾区、中国和世界三个经济层面，是集生产、贸易、流通一体化的经济区。

1．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的城市群建设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将

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为此，各城市应根据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将产业、物
流、科技、金融、贸易等资源高度集聚，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城市间及
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 一是发挥湾区内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形成湾区竞争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乃至国

际上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金融 +科技 +产业”的结构布局，既
有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也有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完全可以在充分发挥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两大
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比较优势及其动态变化路径，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下，将比较优势转换化

为竞争优势。二是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区域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其资源禀
赋结构将会产生动态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在资源禀赋升级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因势利导，在市场

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有效市场产生的相对价格信息和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各城市之间的协同

发展。
2．国家层面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完善市场制度，打破湾区内地区间的壁垒，畅通内循环
根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立足点，也是大国

经济竞争优势之所在。以各区域一体化为着力点，打破区域间的壁垒，利用“雁阵模式”逐级传递与扩
散，既可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又能形成一体化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 首先，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的无形壁垒，畅通湾区内要素市场，推动各城市之

间的重点产业错位发展，使湾区内资源合理配置并形成生态循环，进而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其次，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专利技术交易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供给端

的创新发展动力。再次，在一些可以放宽的领域试点放宽企业准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性，激发市场活力。最后，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严抓银行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引导贷出资金流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特别是流入到高新
技术企业。当前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不足，且投资回报率相比投资于房地产行
业明显要低。

3．世界层面的国际大促进: 立足国内大循环，对接国际大循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既离不开国内需求，也离不开国外需求，国

际大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伸。因而，即使在国际摩擦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也应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和
多边合作，积极主动培育优质产业，抢占国际产业制高点，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具体而言: 首先，国际大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延伸。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

在承接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要发挥枢纽优势，开放国内市场，优化国内国

际两种资源配置，使参展商变投资商、进口商变贸易商，以此实现更高层面的对外贸易。其次，推动港
澳地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重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国际大循环风险。积极增加与沿线国
家贸易和投融资项目中的人民币收付使用频率，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发展人民币外汇市场，

降低大湾区企业在商业贸易及资本交互领域的汇率风险。与此同时，完善外汇管理制度，提高港澳地
区政府和企业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性、安全性和优惠性。最后，针对近年来产业链区域化、分散化的趋
势，粤港澳大湾区要重视东南亚经济圈的建设和东亚经济圈的建设，运用国内大循环积累的技术成本

优势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政策机会，鼓励企业走出去，加深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促进内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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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和外循环有效衔接。

五、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构建双循环先行示范区

从速度追赶到全面追赶，是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时代大背景。为此，至少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动力转
换，才能改变经济循环机制。其一，重塑发展新动能，以应对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的变化; 其
二，重建竞争规则，以适应从追求经济规模到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其三，重构政府与市场的作

用，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的全面改革。换言之，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国内统一大
市场，以内需为主转换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9 + 2”城市之间经济协同、跨关税区价值链
之间协同、政产学研之间成果转化协同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市场协同等机制的建立。
( 一) 双循环发展的首要策略: 抓制度供给重点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其理论逻辑之一便源自湾区内部制度的特殊
性。即三地制度的多样性，使得其面向全球经济时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但粤港澳内部的制度协调面
临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框架体系上，现行的 CEPA 尽管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但仍不
能在广东和港澳之间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当前仍存在交易成本高、自由投资效率低等现象; 二是具体
贸易规则上，现行的 CEPA只规范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四个方面，而有关贸易
自由化方面的规制制度则不够完善。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循环制度供给应针对三地的不同制度，在原有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

作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发展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并实现新的组合。在此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四个
方面: 一是要打通各种跨境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内地与香港澳门统一的大市场，为
市场高效率运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市场规则制定方面，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机制下的监管者
及仲裁者身份，纠正市场失灵现象; 在非市场活动方面，应积极发挥非营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作用，推

动非市场活动正常运行的同时，为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正向的外部经济性。二是要扩大自然人流动
的市场准入范围，完善自然人流动规则。从需求方入手，消除自然人流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以利于
在空间上扩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范围，让消费带动生产，实现粤港澳三地消费市场一体化的同时，推

进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三是应转变产业政策思维，引入竞争政策和引导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
是基于所有制歧视、内外经济主体歧视、产业歧视和地域歧视的非均衡快速增长的制度安排，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完善和推动实施公平竞争取向的竞争政策，保护自由投资利益，保障消费

者利益，以缓解、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四是要探索粤港澳三地协同治理的框架，建设法治、阳光、服务
型的协同议事机构。与社会组织和企业一道，共同构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治理的现代治理
体系和框架。
( 二) 双循环发展的基础性策略: 补内生性需求不足短板

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生产端来看，一方面，国内需
求不断扩大有助于吸引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 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和升级又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

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的信号，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因此，应将经济动力源从投资拉
动转换为消费拉动，通过补内生性需求不足短板，促进经济的内生性需求增长。对粤港澳大湾区而
言，港澳是外贸红利的重要参与者，一直承担着内地与世界的“双向联系人”角色。随着国际形势转
变，港澳并未适时转换红利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市场，其产业和企业仍着眼于国际市场，以至于粤港澳

大湾区三地出现了消费不平衡现象，甚至形成了消费阻碍。但粤港澳地区具有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
天然优势，具备成为国际消费枢纽的可能性，能持续优化消费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动能。
补内生性需求短板，需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着力于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内生性需求空间。应

根据各区域的发展实际，制定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同时鼓励以城市群为主体单位，构建大中小城市协

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二是建设粤港澳地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挥湾区中心城市的商贸优势。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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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布局力度，提升中心城市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积极拓展现代商贸的内容和模式，壮大

市场主体，提升商圈的消费功能，助推高质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三是强化对市场主体的政策
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侧重点各有不同，各城市需结合自身特点，坚持发展基
于生态、绿色、低碳等新理念的数字消费。鼓励和支持利用闲置资源，发展新的消费业态和新的消费
模式。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对新消费业态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努力推动数字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四是优化消费与营商环境。应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坚持跨部门协同监管原
则，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打击不法行为。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及监管体系建设，建立诚信消费环
境，促进消费健康有序发展。
( 三) 双循环发展的根本策略: 强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示范区，还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大的难点
在于我国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被国外厂商所
垄断，对我国的产业链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应全力拓宽和突破制造产业中的瓶颈部门和关键
环节，运用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推动实施扬长补短之策略。
具体而言: 一是设置阶段性成长保护期，隔开外来竞争者，扶持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在

保护期内，企业应以国外同类企业为竞争标杆，找出发展的差距及成因，进而采取增强竞争能力的策

略。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期长短的设置既要有利于本国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张生产能力，建立领导
者地位，又要防止企业产生创新惰性，以至出现对资金链、信息链甚至是技术链的依赖现象。二是要
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创新作用。一般来说，大型国有企业以连续性和累积性创新为主，破坏式和颠覆
式的创新则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因此，要充分发挥反垄断竞争政策在市场中的作用，尊重和遵守市
场竞争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动态竞争的制度设计。三是围绕自主品牌，着力培养国内产业链( NVC) 中
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降低市场整合成本和企业制度成本，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增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稳定性。四是充分抓住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革命进程，为传
统产业及科技创新赋能。在保持产业竞争性的同时，政府可通过适当鼓励甚至是适度干预来提高产
业数字化水平，促进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及通信的建设，以此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五是加强粤
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区域间、部门间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强化科技创新的辐射及带动作用，形成
错位发展、差异发展、有序发展、协同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态势。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既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也

是大湾区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其有一系列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两大突破口，应把握“抓”“补”
“强”三种制度安排，以点带面，在推动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枢纽的同时，推动全国构
建和完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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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Hub for Building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oretical Logic and Ｒealization Path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monstration

CHEN Yong-jun，YAN Zong-xin，YU Man-qi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latest requirement of the“Ｒ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at we shoul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im-
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for the new“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pattern，which is not only a
strategic requirement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but also a major historical task to be undertak-
en by the Greater Bay Area． On the one hand，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statu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tems from the diversified social system，good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of con-
necting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n the other hand，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ircul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its radiation effect al-
so shows that the Greater Bay Area can play a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in the new“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an all-round way． To fulfill this historic task，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reshape
the new momentum of development，rebuild competition rules，reconstruc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and optimize the economic circulation mechanism．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and the Guangdong-Ma-
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as a breakthrough，grasp the key points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endogenous demand，strengthe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intermediate input
industry，and fina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country
with its own achievements．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
a; demonst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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